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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及模式研究 

——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
1
 

刘雨婧 1，唐健雄※1，麻学锋 2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2.湖南エ商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205) 

【摘 要】: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是集中连片特困区规划的重要内容，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亦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

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运用空间统计、数理统计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探讨了片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及发展模式。结果显示，时间维度上，片区内各县域旅游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空间差距进ー步缩小，等级结构呈

“金字塔”型；空间维度上，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分布特征，高响应区呈“点状”离散

分布于武陵源等县区，低响应区呈“片状”集中分布于区域边界和中部地区，片区的发展重点由东北部向西南部偏

移，前期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后期集聚性较弱且不显著，热点区数量较少且相対稳定，集中于张家界市，过渡区相

対分散于区域边界，冷点区集聚分布于中南部等县区;模式上，武陵源、凤凰、永定、吉首和新宁属于“发达型”，

新化属于“资本稀缺型”，永顺、通道、古丈和城步属于“飞地型”。 

【关键词】：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武陵山片区;扶贫；资本;旅游产业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 8462(2019)10 - 0214 - 0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0.026 

在“后エ业”时代，旅游业以强大的吸引力，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カ要素向旅游依托地积聚和扩散，推动区域经

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带动城镇地域不断推进和延伸
[1]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强调，贫困地区发展要因地制宜发

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特色文化旅游等，利用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旅游业发展，同步推进城镇化
[2]
。集中连片特困区依

托独ー无ニ的旅游资源和政策的全面支持，旅游业逐步成为区域的主导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进程。2011 年，国务

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划分了 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和 3 个特殊片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

主战场，学者也开始关注连片区的发展，从最初的扶贫攻坚战略、区域协作路径、文化遗产保护
[3-4]

等研究内容，逐步扩展到县

域经济增长效应、协同发展空间形态、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旅游景点可达性、农民收入县际差异、旅游产出规模分异、城镇

化
[5-6]

等方面，丰富了连片特困区的研究成果，但有关旅游城镇化方面的研究仍呈“碎片状”，大多数研究注意到旅游业能有效推

进片区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但对于片区旅游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选择模式等关键问题，还鲜少涉及，实证研究更加

薄弱，尤其对集中连片特困区这类特殊地区的研究较为匮乏，亟待加强。基于此，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结合旅游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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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响应系数，从时间截面、空间格局差异性、分布及关联特征 4 个方面研究片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结合旅游城镇

化指标体系，剖析不同县域旅游城镇化模式，有利于武陵山片区稳健推进旅游城镇化的建设，对其他连片特困区或少数民族地

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国外学者于 1990年代对旅游城镇化进行研究，多集中于旅游城镇化的现象、概念、类型、特征、模式、机制、影响等方面，

如 1991 年 Mullins 最早提出“旅游城镇化”的概念
[7]
；Judd 将旅游城市分为旅游城镇化、历史名城、转型城市三种类型

[8]
 ； 

Luchiari等提出，旅游城镇化具有旅游地产投资不断增长、优美的 S然和人文景观环境等特点
[9]
 ； Chang根据不同的开发对象，

总结出旅游城镇化的两种模式
[10]
;Burak 分析了旅游城镇化对沿海地区环境的影响

[11]
。国内学者结合具体案例丰富和完善了旅游

城镇化的概念、内涵、模式、特征、动カ及演化机制等内容。如黄震方、陆林等界定了旅游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
[12-13]

；李鹏、李

柏文等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总结了不同区域的旅游城镇化模式
[14-15]

；陶慧、陆林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旅游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16-17]

；麻学锋、王新越等分析了旅游城镇化的响应机制
[18-19]

。国外学者对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以小尺度案例为主，且对旅游城镇

化的衡量没有统ー的定量标准，每个学科自成体系，兼容性不够。国内方面，实证研究相对较多，理论研究相対滞后，不具有

普适性，社会空间方面的内容鲜有所见，区域上以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为主，且集中于旅游度假区、旅游小城镇、旅游城市

等中小尺度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或特困连片区缺乏系统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1 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简称武陵山片区，是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

出的重点开发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包含湖南、湖北、重庆、贵州 4大省市，共 71个县市区，其中湖南 37个县市区、贵

州 16 个县市区、湖北 11 个县市、重庆 7 个县区，考虑到 4 个省之间旅游等相关数据因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且贵州、湖北、重

庆等多个县市区的数据严重缺失，因此，拟选取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作为研究样本。湖南境内的武陵山片区多集中于湖南西部，

包括 7 个市州，共 37 个县市区（图 1)。片区旅游种类丰富、品质高，其中有 2 处世界自然遗产和 1 处世界文化遗产、36 个 4A

级以上景区、12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别占总片区的 60%,43.90%和 75%。片区内旅游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着，旅游加速推动

城镇化进程的县区日益增多，如著名的张家界旅游城市和凤凰旅游小镇等。 

本文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 37 个县域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 2001—2017 年，涉及到旅游、城镇、经济、交通等相关数

据，其中 A 级景区名录来源于国家旅游局、湖南省旅游局及景区相关网址(http://www. maigoo. com/goomai/187619.html)；

经济类统计数据来源于 2001—2017 年各县域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域统计年鉴；交

通类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 2017年湖南省行政区划、交通线路、重要交通设施等相关资料。 

1.2研究方法 

1.2.1旅游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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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对于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定量研究较少，尚未形成统ー标准。国内学者多用“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来反

映旅游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强度
[18-19]

。旅游城镇化响应是指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经济变化、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城市产业体

系)对旅游产业发展形成的响应和反馈的作用程度。在借鉴“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基础上，国内学者构建了“区域

旅游产业结构的城镇化响应系数”（简称“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来综合、直观了解城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响应强度
[18-19]

，其

测量模型为： 

 

式中：R为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城镇化响应系数;f为区域旅游业总收入；F为区域生产总值；m 为区域非农人口;M为总人口

数。旅游产业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了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城镇化率是城乡结合和城镇综合发展的体

现，两者的比值反映了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程度。因此，可选用“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来综合衡量区域旅游城镇化水

平，其比值越大，即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强度越大，旅游城镇化水平越高;反之，作用强度越弱，旅游城镇化水平越低。 

1.2.2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
[20-21]

，用来测量一组点或区域趋势的ー种常用方法，包含中心点、长半轴、短半袖、方位角等要素，中心点表示

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相対位置，长半轴表示地理要素分布的方向，短半袖表示分布的范围，两者的差距越大(扁率越大），说明

数据的方向性越明显，方位角表示地理要素的主趋势方向。以平均中心作为起点对 x 和 y 坐标的标准差进行计算，定义为椭圆

的轴，计算过程如下：x和 y为任意一点 i的横、纵坐标，μ和 v分别为集中所有点 x 和 y坐标值的平均值，所有点到新坐标系

下的 X轴的标准差距离 ,其中 yi’=(yi-v)cosθ-(xi-μ)sinθ,再令yi=yi-v,xi=xi-μ,代入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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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假定的新坐标系下标准差距离最小时，假定的坐标系的旋转角度 θ 就是离散点集的定向方向，通过对公式(2)进行ー

阶求导，得到最大(最小）的标准差距离，最终θ为： 

 

将公式(3)代入公式(2)中可得到两个标准差距离，其中最大的标准差距离 为椭球的长轴，最小的距离 为椭圆的短轴，

θ为方位角。 

1.2.3全局 Moran’s I统计 

用来衡量相邻的空间分布对象属性取值之间的关系
[20,22]

。取值范围为[-1，1]，正值表示该空间事物的属性值分布具有正相

关性，负值表示分布具有负相关性，0 值反映事物之间不存在空间相关，即空间随机分布。另外，全局 Moran’s I 用 Z 得分来

检验空间自相关的统计显著性，Z得分为正值意味着存在空间自相关，负值意味着空间分布是分散的。 

1.2.4 热点分析(Getis-Ord G
*
) 

全局 Moran’s I反映了事物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而热点分析(Getis-OrdG
*
)能有效探测局部空间的自

相关，能较准确探测出聚集区域，且分析出局部空间联系的热点区(高/高值集聚)和冷点区(低/低值集聚)
[22-23]

，以弥补全局

Moran’s I值难以识别的局部关联特征。 

2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过程 

2.1时间截面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差距逐步缩小，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 

利用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指数计算了 2001、2009 和 2017 年三个时间截面片区内各县域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表 1)。旅游

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平均值随时间逐步増大，反映了片区各县域旅游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而变异系数由 2001 年的 4.1476 减小

到 2009年的 2.2562，再减小到 2017年的 1.4452，表明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距呈缩小态势。利用 ArcGIS 10.2软件，

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三个时间截面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分为五个类型:极低响应、低响应、中响应、较高响应和高响应，

并统计出各类型县区的数量(表 1)。总体上看，三个时间截面属于高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较少，而低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较多，

低于全片区平均值的县区数量占总数的 70%〜80%，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另外，基于时间变化角度，2001—2017年，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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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由 29 个减少到 16 个，低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由 3 个增加到 11 个，高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由 1 个增加到 2

个，表明在研究时期内，片区极低响应水平的县区逐步减少，低响应水平的县区数量在后期趋于稳定，而高响应水平的县区数

量一直相对稳定。 

2.2空间差异格局：高响应区呈“点状”离散分布，低响应区呈“片状”集中分布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空间格局来看(图 2)，总体上，三个时间截面基本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的特征，其中高响应县区大多呈“点状”离散分布于武陵源、永定、凤凰、通道、新宁等县区；低响应县区数量比较多，呈“片

状”集中分布于区域边界和中部地区，如区域边界的龙山、花垣、保靖等县区，区域中部的鹤城、中方、溆湳等县区。时间演

变角度，2001 年，旅游城镇化高响应区为武陵源区，响应系数最大(8.2852)，永定区、凤凰县、桑植县为较高响应区，但当时

凤凰、桑植两县的旅游业并不是主导产业，旅游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 8.86%和 7.65%，且两者城镇化水平板低（13.95%

和 11.21%)，才导致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偏高，另外，剰余 32个县域的响应系数在 0〜0.0440 之间，属于低(板低）响应类型。

可知，该时期，只有武陵源和永定区因旅游业兴起推动城镇化发展之外，其他县域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较弱。2009 年，

响应系数有所提升，各县区空间差异进ー步缩小。其中，凤凰县的响应系数増加迅速，由2001年的 0.6353提升到2009年的3.0274，

旅游总收人的比重达 87.52%，成为高响应县区。另外，较高响应县区数量也増加明显，由原来的 3 个增加到 6 个，原来的凤凰

县因旅游业发展迅速升级为高响应区，桑植县因旅游增长缓慢降为极低响应区，因此，新増加的 5个较高响应区为永顺、辰溪、

古丈、芷江和新化，这些县区的旅游总收入比重超过了 10%，但各县区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25%左右），因此，旅游城镇化响

应系数提升明显。最后，剰余的 28个县域仍处于低(板）响应阶段(0.0046〜0.3242)，即旅游业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2017 年，各县域陆续将旅游产业培育为主导产业，旅游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增长明显，其中，

高响应县区仍由武陵源(6别 45)和凤凰(4.5481)领衔；较高响应县区数量减少至 3个，其中新宁和通道成为两匹“黑马”，响应

系数大幅度提高。2009—2017年，新宁县旅游业发展迅猛，2009年旅游总收入仅为 0.1686亿，2017年巳达 69.25亿，翻了 410.74

倍，在于昆山景区的申遗成功，吸引资本的注入，完善城镇交通等基础设施，形成客源压力，推进旅游城镇化进程。通道县在

2015—2017年期间，成功创建通道转兵纪念地、万佛山等 3个 4A景区，开通了重庆、桂林至通道的旅游专线，举办了大型芦笙

文化艺术节等，对区域旅游业进行全方位打造；剰余的 27 个县域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在 0.0076〜0.6806 之间，旅游业对城镇

化的作用程度均大幅度提升，但相对而言，旅游城镇化特征还不够显著。 

表 1区域内旅游城镇化水平统计值及类型结构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旅游城镇化响应类型的数量结构  

统计量 2001 2009 2017 响应类型 2001 2009 2017  

最小值 0.0001 0.0046 0.0076 高响应 1 2 2  

最大值 8.2852 4.1456 6.0945 较高响应 3 6 3  

平均值 0.^249 OA578 0.8451 中响应 1 7 5  

变异系数 4.1476 2.2562 1.4452 低响应 3 9 11  

    板低响应 29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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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空间分布演化特征：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移，方向分布为“东北一西南”走向，集聚性逐步减弱 

依托 ArcGIS 10.2 软件，借助空间数据统计模块中标准差椭圆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地理均衡分布下和旅游城镇化发展水

平加权条件下，两者的标准差椭圆分布，若两个椭圆越接近，表示县域之间的分布越均衡；若相差较大，即县域之间的差异越

大，可揭示片区旅游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及未来发展方向。中心点角度看（图 3)，均衡条件下的重心点大致位于怀化的

溆浦县，重心分布向西偏转;2001年，旅游城镇化的重心与均衡条件下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其向东北部偏移，位于张家界市的

武陵源区境内；2009和 2017年重心朝西南部偏移，位于湘西州古丈县内，两者位置大体重合，即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核心

区逐步由武陵源区向西南方向转移，后期变化相对稳定。分布位置角度看，2001 年，旅游城镇化的标准差椭圆相对于均衡状态

下的标准差椭圆更偏向于东北方向，说明东北部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较好，2009和 2017 年，标准差椭圆逐步向中南部偏

转，日益接近均衡状态下的标准差椭圆，偏移量越来越小，说明后期区域旅游城镇化发展向中南部扩散。分布方向角度看，三

个时间截面标准差椭圆的长轴方向与均衡分布状态下的方向大体一致，均为“东北一西南”走向，主要受区域旅游业经济发展

水平影响。从长、短轴长度来看，三个时间截面标准差椭圆的长、短轴比均衡状态下的长、短轴都短，2001 年的最短且相対尖

鋭，后期变化不大，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在前期具有一定集聚性，后期集聚性逐步减弱。方位角变化角度看，方位角随时间

变化逐步减小，说明旅游城镇化发展较好的县区有由东向西扩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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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时空格局关联特征 

2.4.1总体“集聚”特征 

借助 ArcGIS 10.2软件分别对区域内三个年份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进行全局自相关指数测算(表 2)。总体上，前期相关性较

弱但显著，而后期不显着，即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前期呈低水平集聚分布，而后期呈较高水平离散分布。从时间截面

角度，2001年 Moran’s I值为 0.1034，Z得分为 3.2339，P值通过检验，表征区域内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

性，但关联性较弱;2009 和 2017年，Moran’s I值比较小，且 P值均大于 0.1，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说明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分布呈离散状态。 

表 2旅游城镇化水平 Moran's I值及检验结果 

年份  Moran’s I指数  Z 得分  P 值 

2001  0.1034  3.2339  0.001 

2009  -0.0705  -0.4708  0.6378 

2017  0.0816  1.0899  0.2758 

 

2.4.2热点分析 

根据计算结果，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对三个时间截面的冷(热)点值划分为 5 级，分别为热点区、次热点区、过渡区、次冷点

区和冷点区(图 4)。时间演变角度上，2001 年，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热点区较少，集中在张家界市的“ニ区ニ县”及周边

的永顺县和沅陵县，过渡区由北至南，由西到东贯穿整个片区，冷点区较多，集中在区域中部的大部分县区。2009 年，热点区

仍集中在张家界市的“ニ区ニ县”，次热点区集中在湘西自治州的凤凰、泸溪、吉首等县区，过渡区由西北部的龙山县延续至东

南部的安化县，冷点区仍集中于区域中部，次冷点区分布于区域南部边界的部分县区。2017年，热点区仍集中在张家界市的“ニ

区ニ县”，次热点区临接热点区分布于湘西自治州的部分县区，过渡区大多分布于区域界边的部分县区，次冷点区包围冷点区，

集中于中南部的怀化、邵阳、娄底等县区。总体上看，片区内的热点区数量相对稳定，且集中于张家界市，次热点区的数量日

益增多，逐步与热点区临接；过渡区相対分散，多位于区域边界，冷点区和次冷点区集聚分布明显，集中于区域中南部的怀化、

邵阳、娄底等县区，冷点区与次冷点区逐步呈“抱团”状态。 

 

3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模式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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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构建旅游城镇化模式指标体系 

由于地理区位、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差异，区域内各市(州)县区不可能实行统一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基于旅

游城镇化的驱动机制及相关研究成果
[14-15，24-25]

，结合连片特困区的特殊条件,梳理出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可能存在的五种典型

模式（表 3)，不同模式具备不同的特征及发展路径。 

表 3欠发达民族地区五种典型旅游城镇化模式 

模式类型  基本特征  特征描述  主要发展路径 

发达型  高资源、 

高市场、 

高资本 

 高品质的资源吸引力，巨大客源

规模形成的市场推力，雄厚的资

本保障 

 高资源吸引力→客流自然形成→政策支持→高资本投入→旅

游业要素和服务配套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形成→成为主导产

业→推进城镇化发展 

(综合型）    

市场稀缺型  高资源、 

低市场、 

髙资本 

 良好的旅游资源，地区经济较发

达，远离中心城市，远离客源市

场 

 高资源吸引力→精英游客进入→政策扶持→针对目标市场的

高端营销→旅游业要素和服务配套完善→旅游业初歩形成→

生产方式转变→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推进城镇

化发展 

    

     

主题开发型 

(创意开发

型） 

 低资源、 

高市场、 

低资本 

 资源禀赋较差，经济欠发达，有

巨大的旅游市场需求 

 高位旅游市场需求→资源植入和再造设计→旅游资源形成→

游客进入→政策支持→旅游业要素及服务配套完善→旅游业

初步形成→生产方式转变→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

→推进城镇化发展 

   

     

资源驱动型 

(飞地型） 

 高资源、 

低市场、 

低资本 

 高品质、规模的旅游资源，远离

经济发达地区，自身经济欠发达 

 产品开发→媒体炒作→客源压力→政府引导→可进入性改善

→客源进入→旅游业要素及服务配套完善→生产方式转变→

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推进城镇化发展 

   

     

资本稀缺型  高资源、 

高市场、 

低资本 

高品质旅游资源，临近省会等大

中城市，自身经济欠发达 

 资源、市场吸引力→旅游业成长→政府引导→吸引外资进入→

资源开发升级→客源进入→旅游业要素集聚→旅游业体系完

善→生产方式改变→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推进

城镇化发展 

   

    

数据来源:相关研究成果
[14-15，24-25]

的整理。 

表 4旅游城镇化模式判定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地理区位(0.0795) 与大城市的距离远近(km) 与长沙市行政中心的最短行驶距离 0.0488 

 与高等级景区距离远近(km) 与湖南省 5A级景区的最短行驶距离 0.0307 

区域经济(0.2510) 区域人均 GDP(元） 区域 GDP/常住人口 0.037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45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56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41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56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第三产业/区域 GDP 0.0560 

资源条件(0.2312) 高等级资源得分 以“世界自然遗产、5A及 4A级景区”作赋值处理 0.0632 

 资源总量 所有类型旅游资源的总和 0.0595 

 景区知名度(％) 国外旅游接待人数/区域旅游总人数 0.1085 

基础设施(0.1129) 交通可达性(h)
[30]
 县区 4A 级以上景区和城镇中心到湖南省内各大机场、火车站、

高 速路ロ等主要交通网点的最短行驶时间。计算公式见参考文
献

[29]
 

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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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均等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区域生产总值 0.0366 

 客运量(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25 

市场需求(0.1850) 旅游接待总人数(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748 

 国内旅游总人数(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789 

 国外旅游接待人数(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13 

政策制度(0.1404) 政府的重视程度 专家打分 0.0409 

 政府的政策利好 专家打分 0.0487 

 財政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财政公共预算支出/财政总收人 0.0509 

 

为客观判定片区内各县区的旅游城镇化模式，本文选择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较好，即响应系数为中响应以上类型的县区作

为研究样本。根据上文分析可知，2017年片区有 10个中响应以上县区，分别为武陵源、永定、凤凰、吉首、永顺、古丈、新宁、

新化、通道和城步等县区，各县区在区位、资源、市场需求、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差异，选择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亦不相同。

因此，结合已有研究成果
[15,26-27]

和上述五种旅游城镇化模式的发展路径，拟从“区位—经济—资源—设施—市场—政策”六个方

面选取 20个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再结合熵值法
[28]
测算出各指标权重及 10大县域 6大方面的表现水平，详细指标及权重见表 4。 

3.2片区旅游城镇化模式判定 

从表 4 可知，6 大方面中，经济、资源、市场的权重较高，分别为 0.2510、0.2312、0.1850，即“经济ー资源—市场”三

大因素对旅游城镇化模式的影响较大，与李柏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15]
。而区位、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度起着重要的辅助功能，原因

在于研究的县区均位于湖南中西部，地理位置相対偏僻，区位条件不占优势，且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城镇及景区的基础设施

条件不够完善，相对而言，政策条件权重较高(0.1404)，在于欠发达民族地区要发展旅游业，政府占据着主导作用，在法律政

策、资金支持、规划制度等方面都需要政府给予最大支持和有效的监管，才能保障旅游业健康稳定发展。为了更直观了解各县

域在 6个方面的表现情况，判定各县区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可惜助雷达图来反映，但受文章篇幅所限,相似模式的仅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县区，如图 5。 

 

第一种是“发达型(综合型)”，代表性县区为武陵源区，同类型的还有凤凰县、永定区、新宁县和吉首市，具有“高资源一

高市场一高经济一强政策一低区位”的特点。早期，这些县区最开始的模式为“飞地型”，“高资源一低市场ー低资本ー低区位

一强政策”特点突出，即远离中心城市，经济水平较低，区位、资本、市场条件较差，但通过高质量景区吸引国内外游客，且

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开发资源，改善基础设施，设立行政机构等全面发展旅游业，旅游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旅游创收效应显著，

扭转了“低资本ー低市场”局面，由“飞地型”模式升级为“发达型(综合型）”。新宁的旅游业现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同武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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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熟旅游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其“高资源一高市场一高资本”特性逐步突显，也将其归于此类。张家界的武陵源

区，因旅游业而设立的县级单元，旅游业的萌芽最早源于林场的修建，随后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 年又被评为

世界自然遗产地，知名度迅速提升，政府管理者也意识到旅游是ー种独特的资源，通过政府独资、合资、企业独资政府监管等

多种模式来筹集资金，积极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修建机场、扩容提质铁路等交通网络，全力打造专业旅游城市，非农化特征显

着，现处于成熟阶段，有着稳定的客源市场，城镇化水平较高，旅游产业升级转型是日后突破的关键。 

第二种是“资本稀缺型”，代表县区为新化县，具有“高区位一高市场一高资源ー低资本”特征。这种旅游城镇常具备较高

质量的旅游资源基础，临近省会等大中城市，但经济欠发达。新化位于湖南中部偏西，距离长沙等中心城市较近，“十三五”期

间，新化县着力打通南北方向高速公路，新建国省道项目 6 个，公路里程已达 6 313.5 km，客运量达 8 229 万人，基本形成了

以高铁、高速、国省干道为骨架的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了“承东启西、通南达北、内通外畅”的交通格局；区域内有地文景观、

水文景观和古迹遗址等 300余处等级旅游资源，如梅山龙宫、紫鹊界梯田等著名景区，2017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 628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117.38亿，旅游经济效益在片区内排第四位，旅游产业日渐成熟，但县域经济欠发达，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人仅 19 266 和 7 920 元，低于总片区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占区域生产总值仅 43 ヵ 2%，エ业与旅游业共同推动着区域经济发

展,属于典型的资本稀缺型。 

第三种是“飞地型”，代表县区为永顺县，同类型的还有通道、古丈和城歩。具有“高资源ー低资本一低市场ー低区位”特

点，往往具备高品质、大规模的旅游资源，但缺乏近距离的客源地，远离经济发达地区，且自身经济也欠发达，导致旅游开发

能力有限，城镇化进程缓慢。永顺县地处武陵山脉中段，湘西州北部，以山地和丘岗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远离大城市中

心，与其他高等级景区距离也较远，虽然县区有老司城世界文化遗产、芙蓉镇等知名旅游景区，但政府推进カ度不够，资金缺

乏，使得区域内游客集散中心、星级酒店、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可进人性较差，2017 年全年接待游客仅 530 万人次，总

收入 31.3亿元，旅游创收效益不理想，旅游业尚未具备较强的集聚效应及扩散效应，旅游业作用城镇化的强度有待加强。 

4 结论与展望 

集中连片特困区多为跨省级行政区域的集中特殊困难区域，由于其典型性，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是该片区规划的重要内容，

但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兼具共性和特殊性，关联领域广泛，涉及利益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对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

城镇化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本文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区域，从县域尺度，选取 2001,2009和 2017年三个时

间截面，运用空间统计、数理统计及加权法，分析了片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了不同县域旅游城镇化模式，得到

以下主要结论：①时间维度看，片区各县域旅游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变异系数逐步减小，表明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差距呈缩

小态势，三个时间截面都反映高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较少，低响应的县区数量较多，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②空间分布格

局方面，总体上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特征，且高响应县区数量较少，呈“点状”离散分布于武陵

源、永定、凤凰等县区，低响应县区数量较多，呈“片状”集中分布于区域边界和中部地区。③空间分布演化及关联性方面，

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的重心逐步由东北部向西南部偏移，呈“东北一西南”走向，且前期具有显著的集聚性，而后期集聚性弱

且不显着，说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另外，区域热点区数量相对稳定，集中于张家界市，次热点区逐步与热点区临接，

过渡区相対分散于区域边界，冷点区集聚分布明显，集中于中南部等县区。④旅游城镇化模式方面，武陵源、凤凰、永定、吉

首和新宁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属于“发达型”，新化属于“资本稀缺型”，永顺、通道、古丈和城步属于“飞地型”。 

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历年来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但其涉及因素多样复杂，研究难度较太，特别对于集中连片区这类

特殊的区域，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研究资料及数据获取极为困难，因此，本文仅仅局限于宏观角度来分析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

37 个县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特征及模式。但旅游城镇化是ー个微观演化、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还涉及到旅游移

民、旅游生计、旅游分权、旅游用地等微观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国内外有关“旅

游城镇化水平”的定量标准尚未统一，现有研究多基于“旅游业”和“城镇化”两个系统，通过构建“亲合ー协调度”模型来

衡量两者的协调情况，对旅游城镇化的水平鲜少涉及，本文选取“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表征旅游城镇化水平，一定程度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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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旅游业对城镇化的作用程度,但其科学性有待更多实证检验。另外，受篇幅限制，本文仅仅构建了旅游城镇化模式指标体系，

并判定了 10个县区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但对于不同模式影响机理(机制)的研究有待进ー步深入，这也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

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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